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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并非一个价值无涉的概念，也绝非

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根据语言学的符号研究方

法，国际传播可以被拆解为“国际”与“传播”两个词

汇，因此国际传播可以从多个面向来进行解读。国

家是现代国际关系建构的主要行为体，也是现代国

际传播概念和实践的基础。而“传播”一词在 15世

纪时其词性是“表示行动的名词”，意指“使普及于

大众”“传授”的动作，直到 17世纪末，“传播”一词

才引申出了“传播媒介、通讯工具”的意涵。 [1]因此

传播不仅作为人类之间信息交换和相互了解的载

体和表现形式，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

间的互动关系。环球大航海活动对于新大陆的发

现，使得人类社会真正进入到了全球交往时代。

1640年，基于欧洲区域性交往经验的《威斯特伐利

亚条约》将“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的核心概

念，国际传播得以形成于这一以地缘政治和文化差

异为区分准绳的国际交流交往规则。基于此，国际

传播格局的划分和国际传播秩序的确立在极大程

度上受到国际政治权力格局的影响。国际关系格

局发展的历史表明，处于贯穿整个现代史的资本扩

张、大国协调和文明冲突是一个长时段历史变化的

绵延过程，这要求国际传播研究回到世界历史的整

体视野中重新理解国际关系的结构性调整，重新把

握国际传播概念诞生的历史事实，对照中国国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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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实践的具体问题意识，以此重塑中国国际传播的

历史与现实自觉，从而生发国际传播概念在中国语

境下的再阐释。 [2]那么，如何在全球视野兼备关照

本国国情的立场上调适国际传播实践，需要回到概

念旅行的意义上对国际传播的定义和研究领域加

以重新的界定。[3]

在知识生产意义上，清晰界定“国际传播”(Inter⁃
national Communication)这样一个具有很强政治性、

实践性的话语的内涵与外延，并在持续演变的国际

交往环境和不断迭代的媒介技术环境中予以修正，

并非易事。对此，学界一直在努力中。国际传播指

的是超越国界的传播，[4]即围绕民族、国家等行为主

体而进行的跨文化信息交流活动。 [5]关于“国际传

播”一直以来存在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方式，广

义的国际传播指跨越国界的信息交流现象；而狭义

的国际传播则特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跨国

信息交流与传播活动。[6]广义的国际传播指通过个

人、群体、政府等社会主体跨越被国际社会所承认

的地理性政治边界或不同文化群落区隔之间关于

价值、态度、观念的信息传递活动。[7]而在引入中国

的早期，国内学界关于国际传播概念的界定采用狭

义定义居多，且均强调大众传播媒介。 [8]狭义的国

际传播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通过大众传播媒

介面向他者进行的跨国传播或全球传播实践。总

之，当时的国际传播学研究围绕大众传播这一特殊

传播现象与活动而展开，[9]然而局限于大众传播媒

介则意味着传播主体被限制于国家政府范围内，这

一界定强调国际传播的目的性，因此可以被视为国

际政治关系的表现形式之一。 [10]“作为国际传播的

公共外交，可以理解为以现代传播技术手段克服国

家间政治壁垒和文化间交流障碍、通过与对象国公

众的沟通来影响其政府对外政策的国际政治形

态。”[11]狭义的国际传播过于强调世界信息流动中大

众传播的相关范畴，虽然这样的做法可操作性强、

难度也相对简单，但是视野过于狭窄，“有失全

面”。[12]英国学者达雅·屠苏关于国际传播演变的分

析揭示了全球传播软硬件资源优势国家对世界信

息资源的统治现象，以及信息资源相对贫瘠国家对

前者的依赖现象。即便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看似

带来了某些“运用自身话语特色的角色团体”的产

生，但国际传播中最核心的“统治性”与“依附性”在

其概念演化过程中得到了延续。然而全球进入一

个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信息传播技术的不

断更新迭代，使得现实世界将以数字形态纳入人们

的认知范畴，国际关系正在进入进一步摆脱“西方

中心主义”的“新型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的进步

离不开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13]探究国际传播学

科的走向、逻辑与路径，需要回到学科体系中的“元

概念”去探寻答案，[14]国际传播的内涵与外延正是在

这条逻辑理路上延伸着其作为一个社会科学概念

的新的想象力。

一、实践渊源、概念生成与其脉络

传播是衡量文明的标准，人类社会交往的发展

扩大了其对传播的需求，国际传播从现实实践层面

到抽象概念层面的发展本身经历了一个长时段的历

史演变。在宗教的全球传播、资本的全球扩张、战争

的发生与发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理念的全球

扩张等动力机制下，国际传播发展出不同的形态。

但是其作为一个知识和概念锚定及其全球旅行受到

了更多和更加复杂的因素的影响，包括知识生产机

制、学科发展机制、政治意识形态等，从而呈现出更

加纠缠和错综复杂的面向。

作为实践的国际传播其起源并不明确，[15]实际

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息传递活动古已有之。古

代传统的信息跨国活动都属于国际传播的范畴，包

括外交活动如各国互派使节、首领会盟，或者民间往

来如远洋贸易、海外传教、跨境移民、长途旅行、对外

战争、航海探险等。随着国际交往的日渐频繁和不

断深入，信息的跨国界流动成为人类全球性活动的

基本形态之一。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而来的资本主义

全球殖民扩张促进了国际间的贸易往来，进而推动

欧陆大地上工业革命的发展进程，从而有力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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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国际化。从人类传播实践的角度来看，国际

传播乃国际社会沟通交流的通道以及国际受众获取

信息的渠道。 [16]17世纪中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

立以降，“民族国家”原则的确立使得以民族-国家为

核心的国际交往与信息传播实践成为现代意义上国

际传播的起源。17、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

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资本主义社会革命以及

殖民运动时期大规模的信息跨越地域、国界流通的

历史现实成为当时国际新闻报道的主题和国际传播

研究的对象，而有关国际局势的报道和相关的国际

传播研究也成为世界全球化的早期探讨。19世纪，

电报的发明和资本主义帝国对外扩张的加剧加深了

基于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因素与全球传播系统的

融合。

国家对传播活动的大规模介入始于第一次世界

大战，德国国防军第二号指挥官埃里希·鲁登道夫

(Erich Ludendorff)认为一战的战争本质已经不再“多

样性”，而是基于维持民族生存目的而动员整个民族

力量的“总体战”，为此国家名正言顺地控制媒介在

国内、国际范围进行大众劝服，宣传战作为“破坏活

动”可以在敌国人民中产生巨大的破坏力量。 [17]英

国的战时对外宣传和物理切断美德之间的海底电缆

等宣传战、舆论战，成功影响了美国对世界局势的基

本判断并架空了美国与世界的联系，最后成功拉拢

美国参战。而美国的战时政治决策被证实受到了基

于战时宣传的考虑与公众舆论的影响，“宣传机构与

立法机关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行政部门可能会利

用舆论刺激公众以支持自己的政策来达到约束立法

机关的目的”[18]。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快了国

际传播发展的步伐，尤其在美国，国际传播的问题不

断增加，而这正是由于世界贸易和全球传播时代背

景下美国领土依然处于扩张状态所带来的。美国是

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由于美国公民身份的多样性

和世界性，美国的外国邮政服务相对而言实际上比

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重要。这是美国商业的长臂，借

助于将我们与所有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感情和利益的

纽带，它正在逐渐扩大其业务范围，对邮件和包裹邮

件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美国国际传播的诞

生主要有两个原因：早期的美国人大部分都是从欧

洲移民到新大陆的，与母国保持联系的需要使得美

国不得不大力发展跨国电报事业，尤其在美国独立

战争期间；同时由于美国是联邦共和政体，十三个州

各自独立又彼此牵制且都受到美国中央政府的统一

管理，因此十三个州彼此之间以及与中央政府在国

家政治事务的沟通协同成为美国得以正常运转的关

键，州际与州国之间通信的畅达也迫使美国加快发

展远距离通信传输技术。因而，在一定意义上美国

早期国际传播事业不仅要解决国际交往问题，也是

其国内交往的必然需求。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诞生并发展于20世纪的

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直到二战爆发之前，这个概念依

然没有被明确的界定。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证实了这一点：“同样

的问题困扰着定义国际传播概念的学者，到底什么

是国际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的学术共同体是哪些学

者？”[20]直到 1922年，“国际传播”作为一个概念被沃

尔特·罗杰斯(Walter S. Rogers)首次用在了《国际电气

通讯》一文中，旨在说明国际电气通信网络将作为世

界的“中立”系统为实现世界一体化作出贡献，此时

“传播的政治、军事和海军意义正在得到更好的理

解；美国新闻界对影响新闻进出口的通讯很感兴趣；

商业和航运也开始意识到它们的需求”[21]。但其实

早在 1919年 2月，罗杰斯就依照当时美国总统伍德

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要求撰写了一份措辞

广泛、长达数页的备忘录，其中他站在自由国际主义

的立场上强调“信息的自由流通”已经成为世界和平

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22]

全球范围内信息的自由流动首先在于突破空间

的边界，也就是罗杰斯所强调的在技术层面要搭建

起供信息自由流动的无边界的国际传播系统。自19
世纪以来，电报、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技术的相继

问世，为跨国界、远距离、高速度和广范围的信息传

··19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新闻与传播 2022.3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输提供了新的可能，这些技术先后在两次世界大战

中被广泛运用于战时的信息传递。作为一个民主的

中央集权主义者，罗杰斯对“新媒介”保有极大的乐

观主义倾向，但是他也深知美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

反常地位，即美国新闻业是私有制的，这导致无线电

设施永远无法迅速扩张到能够满足信息自由流通需

求的水平。电子通讯依然属于公司特权，美国的国

际传播活动受到美国通信技术公司狭隘的、短期的、

以利润为导向的世界观的限制。1927年，华盛顿会

议 [23]确定了全球电磁频谱分配的基本原则，然而这

些原则的划分依然是以美国公司利益的保证为前

提，资本的力量即技术逻辑在早期极大地左右了美

国政府的国际传播决策。

就无线电而言，美国海军如果不依靠英国的马

可尼无线电通信设备，可能就无法与海上的军舰进

行无线通信，因此美国不得不积极参与到无线电报

会议、重新分配电磁频谱会议等国际事务中去。“万

国邮政联盟、国际电报联盟、海底电缆和国际无线

电联盟”[24]等组织性政治权力主导下的传播政策与

技术变迁等因素如何影响国际传播体制机制的确

立与发展，并以此为美国获取更大的利益，是当时

美国国际传播研究主要的问题意识。国家政府是

国际传播的主要传播主体，因此针对国际传播规

则的制定、推动国际传播范围扩大以及与他国交

流合作等国际事务中国家政府所起的作用，是当

时美国国际传播学者的研究热点。 [25]二战后，关于

“如何运用传播技术来促进国家的发展”的问题意

识和相关研究在美国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要推

进。理查德·约翰(Richard R. John)指出：“20世纪上

半叶的国际传播监管经历了从主权政府监管的自

由国际主义向表面上中立规范协调的技术官僚社

团主义的转变。”[26]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美国国际传播的理论

与实践又面临了一个新的现实问题——如何确保

美军能在新近占领的岛屿上与当地的土著居民沟

通合作？美国军方意识到自己对这些土著居民的

语言和文化知之甚少，因此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

专家、学者来研究这些地区的地方性文化。1944年
美国政府委托鲁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使
用人类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探究日本文化的诸种模

式，由于不了解日本这个对手，美国政府的顾虑有

很多。 [27]二战结束后，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

组织等国际性机构的建立，以及美国在世界各地建

立了自己的海外基地，对这些机构的管理以及如何

推动这些机构在当地能够发展起来等现实要求，迫

使美国政府急需了解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情况。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的接受习惯和接

受心理是当时美国国际传播研究的热点，因此跨文

化传播就在 20世纪 40年代到 70年代之间逐渐发展

起来，并成为从国际传播研究中分流出来的理论体

系之一。

另一方面，如何利用大众传播技术实现社会变

革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等相关议题，是在

二战后世界各国重建和变革社会秩序时所共同面对

的历史难题。20世纪 60年代后，以丹尼尔·勒纳

(Daniel Lerner)、E. M.罗杰斯(E. M. Rogers)、威尔伯·

施拉姆(Wilbur Schramm)为代表人物的发展传播学，

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的关注。发展传播学的核心观点在于强调传播对提

升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作用，发展传播学被看作

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有力理论工具。发展传播学理

论作为知识，既是人类获取外部世界与自我持存的

意义，更是行为决策的依据。[28]正是因为如此，发展

传播学所隐含的前提条件才能在无形之中发挥作

用，即承认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至高无上的地位”，以

此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指的是“美国化”的过程。美

国鼓动其他国家在社会经济、信息传播方面的发展

并进入到新自由主义流动逻辑中，其根本目的是为

美国的利益服务。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学习美国发展

模式的过程中经济得到提升，但也在无形中大量接

受并学习了美国文化，从而在完成现代化的过程中

形成了“美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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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对国际化的概念在结晶化的重要时刻

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使用的表达方式进行比

较，你会发现存在着大量的词汇来指明世界的整合

过程。”[29]美国社会传播体系和经济的“国际化过程”

事实上浓缩在“国际传播”这个概念中，并且在日后

逐渐形成了三条重要的逻辑。首先是要突破国界以

实现信息的自由流动，即大力发展媒介技术；其次是

要突破文化以实现理解与认同，即努力改变地方的

文化形态，这一条逻辑延伸出了跨文化传播学；再次

是要突破发展以实现“现代化”，即改变当地的经济、

文化、社会形态，这一条逻辑延伸出了发展传播学。

在国际传播的实践过程中，仅靠技术突破是远远不

够的，文化、发展传播这两条逻辑的加入更有利于当

地社会在经济、文化上全方位地复制美国模式。而

这种发展模式不仅解决了美国自身向外扩张的问

题。同时也使得其他国家主动接受美国的问题。总

之，以总体战为核心的西方国际传播问题意识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得以延续，并在二战中形成

了一整套完备的传播规则和逻辑的全球传播秩序。

美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取向倾向于实用主义和行

政管理，其国际传播体系的建构遵循“为美国获得更

大利益”的研究路径进行。[30]

二、概念的延续与变革

事实上，正是伴随着国际传播实践的展开以

及现代知识生产体制对学科边界的划定，传播学

科才得以诞生。从学科和知识生产的角度，国际

传播研究可以被看作是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建制

的“开端”(off-spring)，而不是传播学的一个“子领域”

(subfeild)。[31]传播学科的开创者施拉姆所钦定的“传

播学四大先驱”均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围绕战时

国际传播实践展开了相关研究，分别是哈罗德·拉斯

韦尔(Harold Lasswell)关于战时宣传的内容分析、保

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对大众传播的效果

研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作为一个流亡的犹太

人基于群体心理的传播学研究以及卡尔·霍夫兰

(Carl Hovland)关于战争期间说服传播改变人们认

识、态度和行为的研究。包括施拉姆本人在 1955年
去斯坦福大学任教后，也开始了自己的国际传播研

究，并且他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所被认为是当时从

事国际传播研究最有声望的地方。 [32]“最具有象征

意义的事实是全面冷战期间的50年代，人们看见在

美国经验社会学的翅膀上建构‘国际传播’学科的第

一次试验。”[33]可以说，传播学科的新生阶段是伴随

着一系列的国际传播实践及相关研究成长起来的，

而施拉姆在其最后的著作《传播学的开始：一个人的

回忆录》中预言“传播”在不久的将来通过进一步的

知识整合而成为一个更大单位的人类行为科学。[34]

“名称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过去与

传播相关的单位的区分——它以传播渠道(出版、

电影、人际，等等)为基础，以立于每一种传播渠道背

后的媒体产业为基础——将不再受到重视，以便有

利于围绕传播学的核心范式建立一种理性的统一

体。”[35]范式指科学界中学术共同体所共识的研究方

法，范式的建立依循着一定的自然逻辑，不同范式之

间的演变与竞争是以其作为生活形式的“功能性”为

基础的。[36]而国际传播本身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

过程中，世界各国的历史现实、国际关系、世界格局

的变化都可能对这个过程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媒介

技术手段的发展也为国际传播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新

的可能性。因此，国际传播概念的演化过程是复杂

且多变的。

国际传播概念的提出是美国结构功能主义社会

科学知识生产脉络上的一个自然结果。20世纪 50
年代到7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国际传播逐步形成一

套实用主义的注重传播效果和社会控制的国家中心

主义研究范式，并经由研究者提炼和推广，成为现代

国际传播研究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然而在国际传

播实践中，美国国际传播按照技术、文化和发展传播

这三条逻辑的路径却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在跨文

化改造过程中，地方性文化对美国文化的抵抗引发

了更多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其次发展传播虽然对发

展中国家而言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接受美国援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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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本体经济、接受美国文化等行为看似对美国有利，

但实际上美国没有那么强大的实力去照顾到所有需

要发展的国家；最后在意义突破上，美国同样遇到了

问题，地方意识形态安全需求使得发展中国家并非

不假思索地“拿来主义”。尤其以1973年的阿尔及尔

会议和 1976年的突尼斯会议中，不结盟运动国家提

出要建立国际信息和传播新秩序成为强烈抵抗美国

以传播整合全球意识形态的标志。美国国际传播的

这三条路径在实践中都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显然仅依靠大众传播在内容和媒介技术方面的努力

并不能完成美国建立和维护其“世界传播霸权”的

“野心”。

自国家原则确立到 20世纪后半叶之间，国际传

播一直以民族国家作为总体性实践单元，而在后冷

战时代，以国家为主体的传播行为遭到了抵抗，美

国开始利用更多的资源投入去影响世界上的其他

国家，政府力量开始以文化、基金等形式间接介入

到国际事务中来。1946年阿肯色州的参议员威廉·

富布莱特(William Fulbright)针对解决二战后美国政

府在海外的剩余物资问题时，提案成立一项集教

育、文化和学术研究的国际交流项目，即富布莱特项

目(Fulbright Program)。 [37]直到 1961年，美国国会通

过了这一修正案并由美国国会加大拨款投入以扩大

美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时任美国总统林登·

约翰逊(Lyndon Johnson)一直致力于健全国际信息体

系，他支持新任美国移民局局长伦纳德·马克斯

(Leonard Marks)关于建立美国新闻署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缩写为USIA)的想法，值得注意

的是马克斯使用了“公共外交”这一新术语来描述自

己的活动。[38]该部门后来于 1953年成立，其目的实

际上是为动摇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

态而大搞舆论战做准备。1963年，美国广播主持人、

当时的美国新闻署署长爱德华·默罗(Edward Murrow)
认为，需要构建一种不仅限于政府而主要是与非政

府组织和个人进行互动的新型国际传播机制，这个

传播机制被他定义为“公共外交”。[39]当时美国外交

政策的目的在于“反对共产主义”和“凭借现代化的

名义传播资本主义民主”。[40]纵观冷战时期，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国际传播媒体对社会主义国

家开展舆论战、培育内应势力充当舆论领袖以及加

强国际间人员往来以舆论渗透等国际传播实践活

动，[41]均囊括在“公共外交”这一概念中。随后，一系

列历史事件的发生指向了世界舆论格局的转变：美

苏关系的解冻、中国的变化，以及中东问题和越南战

争给世界带来的新挑战，美国当局开始意识到世界

舆论的转变对己不利。公共外交概念的出现实则

是国际传播概念的新尝试，它暗含着美国对于地方

性抵抗力量解构所作的努力。冷战时期美国对苏

联的国际宣传在公共外交这一种软性力量的帮助之

下，最终以苏联解体而获得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阵

营的“胜利”。借由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的话，人类历史已经“终结”，这意味着人

类文明来到了新的节点，那么“现代化的进程最终将

通向何处”[42]成为美国国际传播新的问题意识。

冷战之后，美国试图了解自己在一个“没有苏联

这样明确威胁的世界”中的位置，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对美国实力进行评估的分析中发现，传统的

经济手段和军事资源已经不足以解释当下在国际传

播领域所发生的现象了，他认为国际政治性质的变

化向“无形的权力形式”倾斜，民族凝聚力、普遍主义

的文化以及国际组织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权力正

在从“资本丰富的国家”转移到“信息丰富的国

家”。于是他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软实力”依

靠国家在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三个方面所产生的

吸引力来达到影响世界的目的。 [43]也就是说，此时

美国国际传播的问题意识开始发生转向，即如何以

相对廉价的成本继续维护美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

的世界霸权地位。因此，曾经耗费大量社会资源的

公共外交在90年代开始逐渐被弱化，主要体现在用

于公共外交和国际广播电台的财政拨款逐年下

降。甚至在 1953年作为一个支持美国外交政策和

国家海外利益的独立外交事务机构成立的美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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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署也在 1999年被撤销，其对外广播业务由 1994
年成立的美国广播理事会继承，其非广播业务被并

入国务院公共外交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约瑟夫·

奈的“软实力”概念是有前提条件的，基于文化、政

治理念和政策的吸引力是建立在美国自身强大国

力的背景下，同时隐含着美国模式处于当时世界文

明现代性发展的优势地位。这一时期，美国国际传

播主要依靠自身发展模式的魅力去吸引他国而起到

影响世界的目的。

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震惊全球，对美国公

众的心理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发了美国深刻反

思。基于自身强大实力的软性吸引力似乎并非如约

瑟夫·奈所言的那么强大，事实上“9·11”事件让美国

意识到地方性文化的抵抗力量依然存在并且不容小

觑。在2000年竞选时还倡导谦逊外交政策的小布什

总统(George Walker Bush)，在事件发生之后发动了

“全球反恐战争”，并先后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但由

于人们对战争合法性的质疑使得“美国在全球的吸

引力急剧下降”，[41]因此约瑟夫·奈意识到靠软实力

的吸引力就妄图影响世界的想法是幼稚的，于是他

在2004年完成的《软实力：世界政治成功的途径》一

书中指出，软实力需要通过公共外交实践才能加强

其吸引力，“利用信息和文化搞外交”才是解决问题

的良策。 [45]直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

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公共外交政策的回归与软实力

的加强并轨为美国国际传播的主要框架，这也成为

后来“战略传播”这一概念得到系统关注的缘起。

2004年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发布《战略传播研究报

告》对“战略传播”作如下定义：“政府使用分析工具

了解全球态度及文化；推动民间组织开展国际对话；

为决策者、外交人员、军事领袖就政策对舆论之影响

提供咨询；透过传播策略来影响人们的态度与行

为。”[46]这一定义表明战略传播旨在绘制观念和影响

网络，而由美国军方提出也暗示了军事领域在战略

传播实践中占据核心地位，这表明美国国际传播的

问题意识回到了战争逻辑上来。

当前美国国际传播实践在对华政策上一改以往

软性的传播路径，转为硬性的以信息战、舆论战的形

式。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

崛起成为美国国际传播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影响因

素。美国开始意识到国际传播的三条路径在中国均

失败了：技术方面，中国为防止国际金融犯罪、审查

儿童色情等不法行为而建立了过滤互联网国际出口

内容的软硬件系统的集合(俗称“墙”)，中国的互联网

审查在技术上阻隔了美国不良信息的大量入境；跨

文化传播方面，一方面中国强大的地方性文化抵抗

美国流行文化的入侵，另一方面西方文明中的概念

在中国地方性知识中被吸收和“在地化”，中国依靠

“摸着石头过河”走出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国内社会

也越发趋于稳定。中国的发展引起了美国的不安，

自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

征收全面关税起到2020年7月22日美国命令中国关

闭其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的领事馆等一系列围绕打

击中国行为的展开，表明美国政府对华转为“敌对”

态度。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利夫 (John
Ratcliffe)甚至公开宣称中国是“当今美国面临的最大

威胁”。 [47]美国对华发动舆论战的意图早已暗含于

混合战、公共外交政策、对抗外国政府虚假信息、战

略传播政策等美国官方的指导性政策文件中。 [48]

2017年 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中把中国看成竞争对手，“挑战美国的实力、影

响力和利益”。 [49]2018年，美国广播理事会更名为

美国国际媒体署，并且在《2020年国际媒体署绩效

与责任年报》中国际媒体署重新制定对华舆论宣传

规划，其中重操战时广播宣传模式的意图明显：特

定任务要求新闻可突破审查制度；对抗他国“虚假”

信息与卫星和无线电的干扰；研发开源反审查工具

以规避互联网的技术封锁；扩大与受众的社交媒体

与数字互动；等等。 [50]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然

爆发并席卷全球，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携手抗击疫

情，反而联合其他国家对中国展开舆论战妄图将病

毒源发地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尤其以总统特朗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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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在境外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上大肆宣发对华

不当言论。

不仅是对华发起舆论战，实际上“在伊拉克战

争、叙利亚内战、颜色革命等事件中，美国方面散布

了诸多不实消息，实际上仍是‘二战’期间心理战模

式的延续”[51]。由此看来，国际传播这个概念自1992
年诞生以来，在美国经历了由战争逻辑到接触、发

展、改变逻辑，再由接触、发展、改变的逻辑回到战争

逻辑。在跨越将近一整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在国

际传播理论研究、媒体力量以及意识形态的认知方

式等方面占据着一定的优势。但不管是发展传播学

的路径，还是舆论战的路径，“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是美国发展战略的第一要义，美国国际传播的

最终目的始终是改变全球以及维持和维护美国的国

家利益。美国的自由主义实现了信息的国际民主

化，然而正如德布雷所言：“地球村首先使中心村全

球化。……它使美国的民主模式世界化。”[52]美国国

际传播的问题意识始终围绕扩大“中心村”的中心性

为核心，世界网络能力的增强并不能溶解中心的力

量而是服务于扩大中心性，因此带有美国色彩的文

化产品被世界化后并不足以成为世界文化。[53]

三、本土化实践范式转型

纵观中国国际传播事业的发展，从被迫应对国

际舆论的“恶意抹黑”到如今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积极

主动“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国际传播本土化实践范

式转型的实质是中国构建国家认同和制度转型的标

志性符号。[54]

(一)追求文明进步和国家独立的国际传播逻

辑——1949年以前

我国现代国际传播实践主要源自于二战时期的

反法西斯运动，此时中国国际传播的问题意识是基

于追求文明进步和国家独立的逻辑。在抗日战争

中，共产党、国民党、中国报人、国际媒体在华记者共

同推动了这一时期中国国际传播事业的发展。[55]尤

其是中国共产党积极组建外交部交际处、海外工作

团、国际宣传委员会以及参与或领导民间宣传机构

等开展对外宣传工作、传播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争取

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同情和支持。[56]

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会议期间，中华苏维埃临时

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国际社会发表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宣言

调整对外方针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

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57]。

除了借助国际媒体的力量，中国也积极主动建

立自己的对外宣传网络。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

代表团机关报《救国报》于 1935年 5月在法国巴黎

创刊；1940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成立，同时每周三

以日语播报对日军的广播节目。在抗日救国的历

史背景下，宣传被赋予革命性意义，宣传不仅可以

唤起民众救亡图存意识以争取民族独立，同时可以

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宣传

“这个概念在向大众普及的过程中，被赋予了积极

的意义”[58]。抗战胜利后，中国进入国共第二次内战

时期，但是国际传播的问题意识并未有太大变化，本

文不再赘述。

(二)冷战信息对抗与共产主义宣传的国际传播

逻辑——1949年到1978年

新中国的成立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

运动的胜利果实，但是结果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一劳

永逸”。恰恰相反，新中国成立之初，世界刚刚经历

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还处在动荡的余波之中未

能平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兴的

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各种敌视和封锁政策，冷战对

抗格局已然形成。冷战作为一种特殊的国际现象构

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二级分化格局，“以意识形态、社

会制度为准绳的分庭抗礼构建了世界范围的国际斗

争”[59]。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不可避

免地陷入到“美苏争霸”的信息战对抗漩涡之中。面

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舆论渗透和抹黑宣

传，中国共产党利用对外广播积极应对。建国初期

的对外广播任务主要由中央电台承担，首先恢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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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广播，并逐步开办英语广播节目和针对越南、缅

甸、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朝鲜的外语广播节目以及针

对东南亚地区华人华侨的地方方言广播节目，随后

中央电台还组建国际广播编辑部专门负责对外广播

节目的翻译、采访、编辑和播音。[60]为应对当时复杂

的国际舆论局势，1952年发布的《国际广播编辑部调

整工作方案》(草案)中，党中央要求对外宣传中对敌

人的造谣污蔑不作针锋相对的驳斥，着重正面宣传

党和政府形象。[61]塑造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是当时

刚独立的新中国的国际传播诉求，西方国际主流舆

论对中国形象的抹黑严重影响了新中国与其他国家

的正常建交。冷战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

会主义”的抵触情绪相当激烈，为打破偏见，新中国

积极加入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洪流中团结社会主

义阵营，加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对外宣传，向世界传

播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主席在指导《人民日报》

就国际问题进行研究时曾指出“让全世界都能听

到我们的声音”，这成为了建国初期对外宣传的基本

战略。[62]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

国国际传播之基调在于对外介绍中国，中国国际传

播的工作原则包括党性原则、正面宣传报道原则、

内外有别原则和外外有别原则等均是在这一时期

确定并延续下来的。上世纪 70年代是中国的对外

关系获得转机和重大突破的关键历史时期。国际

关系的改善为恢复“文革”以来中断的广播电视对

外合作和交流创造了条件，因此即使在“文革”期间

对外广播节目的语种也在不断发展，截至 1976年我

国对外广播所使用的外语达到39种，基本覆盖世界

五大洲。[63]

(三)后冷战模式与现代性发展的国际传播逻

辑——1979年到1999年

1978年中国的对外开放打开了新中国与世界交

往的新局面，也为新中国国际传播事业的发展提供

了新契机。以对外开放促进中国国内体制改革，是

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格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

世界上其他国家陆续恢复外交关系，此时的中国急

需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在邓小平同志

的指导下，中国对外宣传事业发展出新形态：“对外

宣传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要反复宣传我

国的和平外交政策，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最爱和

平’。”[64]但此时，冷战仍未结束，世界舆论格局依然

处于信息舆论战和意识形态对抗的状态之中。为

适应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满足对外开放政策的需

要，1991年 1月中国政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旨在推动中国媒体向世界全方位说

明中国，通过指导协调媒体对外介绍中国，并广泛

开展对外交流活动。 [65]同年 7月，为进一步扩大广

播电视对外合作交流，中央电视台成立对外中心，

与美国洛杉矶熊猫电视台及北美卫星电视建立供

片关系，开创海外电视宣传节目之先河。而由于当

时中国自身的社会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种种举措

表明这一阶段中国国际传播的问题意识处于民族

独立和冷战对抗的前两种逻辑纠缠和演变之中的

后冷战模式。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

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66]

198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发展中国家政府的

联合推动下，发展传播学的引入使得中国传播学界

开始在国际层面研究传播问题。[67]谋求发展是当时

中国国际传播的新基点，由此中国国际传播的问题

意识主动地纳入到现代性发展的逻辑基础上。然而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逐渐发展、美国实力的逐渐下降

以及新型媒介技术的兴起，有着其自身深刻历史烙

印的发展传播学“走到了它的尽头”。[68]90年代中后

期，中国传播学界开始对其进行了反思，实际上发展

传播学脱胎于殖民理论，维护的是资本主义的世界

霸权统治逻辑，因此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

(四)主动全球化下深入沟通的国际传播逻辑——

2000年到2015年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到了一个

崭新的阶段，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加入全球化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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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2001年被称为中国全球化的元年，对外开放

取得初步成效并进一步加快步伐，意味着中国正在

全方位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也推动着

中国国际传播来到新的历史阶段。江泽民主席强

调，中国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区域及全球范围的经济

技术合作，实行公开、透明、平等的贸易和投资政

策，进一步推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

放。 [69]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旨在“让

世界了解中国”，然而仅仅了解中国并不足以让外

界与中国构建良好的公共外交关系。积极主动全

球化的中国社会急需通过国际传播构建国家认同、

“向世界说明中国”，以便与世界进行深度的沟通与

交流。因此，中国高度参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带来

了中国国际传播新的问题意识——“作为全球化版

图的一员，中国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2003年，

胡锦涛在全国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逐步形成

同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对外宣传舆论力量，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70]

对外宣传舆论力量的塑造是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

关键要素，这意味着中国国际传播指导思想开始融

入“软实力”的思考，并在外宣工作相关的政府文件

中逐步呈现出类似“国际地位”“吸引力”“感染力”

“亲和力”和“影响力”等“软实力”理论的相关话语

表述。[71]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成为中国国际传播改

变国家形象历史转折的关键契机。信息的公开透明

与舆论表达的多元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沟通交流搭

建了畅通无阻的管道，2007年1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

《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

生效，中国新闻宣传部门有效的组织为外国记者营

造了宽松的采访环境，为西方媒体的报道起到了积

极的引导作用。然而2008年中国国际传播并非一帆

风顺，在奥运会召开前夕，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国家

形象进行恶意误读，给我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关系

带来了不良影响。 [72]在危机事件来临时，利用沟通

技巧帮助中国政府巧妙化解的专业公关公司进入了

中国政府的视野。公共关系理论随之逐步融进中国

国际传播的问题意识中来，2004年外交部设立专门

负责公共外交的机构后，又于 2009年设公共外交办

公室；同年7月，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

首次明确提出“要运筹好大国关系，加强公共外交和

人文外交”，[73]这是公共外交第一次被正式纳入到中

国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体系中，此后公共外交在制

度建设和工作机制上不断完善、完备。

国际舆论的恶意抹黑，让中国政府意识到过去

依靠新闻媒体“以我为主”自说自话式宣介中国的对

外宣传工作，对于构建中国正面国际形象的效果不

佳。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

误读、误解现象，使中国逐步意识到分析国际受众心

理、文化特征的重要性。新世纪以来中国明确提出

实施“走出去”战略，“经济”走出去后紧跟的是中国

“文化”走出去，中国大力发展涉外文化产业并积极

参与国际文化竞争以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2009年 7月，国务院发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是

新中国对文化产业领域的首个规划文件，其中对于

跨文化传播的重视暗含着中国国际传播问题意识的

转变。

在经历了 2008年国际舆论的风起云涌之后，中

国关于“提升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工程被提上

日程并稳步推进。2009年是中国媒体在国际舞台崛

起的一年，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新格局悄然形成，以

电视媒体和新媒体为主导，以中央级新闻媒体为核

心的“现代国际传播体系”雏形初现。 [74]同年，国务

院新闻办召开“全国第一届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标

志着中国国际传播的问题意识逐渐由“对外宣传”

转变为“对外传播”，但问题意识还是较为单一，主

要集中在提升国际传播媒体的技术层面上。2014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将媒

体融合上升至国家战略，中国国家驱动下的媒体融

合范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助

推器”。[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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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积极引领新型全球化的国际传播逻辑——

2016年至今

然而截至目前我国国际传播能力还有很大的进

步空间，针对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建议在政策规划

和学科研究上依然主要针对媒体。2016年 2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社以及新

华社视察时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

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

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外宣旗舰媒体。随

后中国环球电视网(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简称“CGTN”)于 12月 31日开播，截至目前已在全球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在全球拥有超过 1.5亿粉

丝，该平台通过CGTN Digital提供数字内容，全球用

户在CGTN.com、CGTN App、“优兔”YouTube、“脸书”

Facebook、“推特”Twitter、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均可

访问。 [76]然而中国国际媒体力量虽耕耘多年，但传

播效果依然不佳，这说明仅依靠“建设世界一流媒

体”是不够的，中国“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势在必行。随着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国际传播媒体朝着移

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方向加速发展。技术赋权

之下国际传播“内”与“外”的区别日渐模糊，基于国

家主体的“对外传播”概念显得不再适用，更具包容

性的“国际传播”提法开始频繁出现，并进入全民参

与的时代。

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中国现代国际

传播新体系已经初具雏形，然而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是一场“总体战”，除了国家及其媒体，社会各方力量

的加入也是必要的，公共外交、软实力等概念在知识

生产领域被纳入到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中，各高校纷

纷成立相关研究机构培养对外人才、知识创新与积

累来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不仅高校，还有政

府、媒体和互联网公司成立的中国智库在科学研究

和资政献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通过国际媒体、

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以“请进来”和“走出去”两种方

式发出中国声音、传递中国价值。同时，中国政府

为深化双边关系在海外设立文化中心，通过加强与

世界友邻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来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

了解和友谊，截止至2021年，中国在海外共设立文化

中心35个。[77]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的高度发展使得移动智能

终端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国际传播的媒介环

境正在悄然发生转变。传统媒体主导下的国际传播

实践通常以国家及其主要媒体为主体，然而伴随着

中国社会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深耕以及世界范围内

数字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国际传播的主体不再局限

于一国政府及其主要媒体，基于地方的民间组织及

个人在国际交往和国际贸易等国际交流行为的频繁

发生为国际传播引入新主体。 [78]2016年，中国百度

贴吧“李毅吧”网友因台海两岸关系而“出征”海外社

交网站“脸书”，因利用“自制表情包”“八荣八耻”全

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文等内容大量发布评

论，被中国网民称为“帝吧出征”。基于特定的媒介

技术而形成的媒介域或话语网络，通过确立某一知

识的社会交往场所和环境等级将深刻形塑社会的表

达结构。[79]反父权式的话语表达暗含着数字全球化

时代个人与国家融为一体，网络一代追寻自我价值

的同时内嵌于国家认同的发展脉络之中，在这场跨

文化传播的“征战”中凸显了中国“90后”对自我身

份、国家认同的爱国青年共同体的想象。 [80]长期处

在统一部署和集体协商下形成的官方话语体系风格

严肃规范且强势，对比之下，基于民间群体自身独特

价值的观点表达呈现出活泼灵动的话语特性令人耳

目一新。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汇聚民间智慧的话语

表达能够减缓国际舆论场上官方话语表达呈现的强

势冲击，补充民间话语体系和民间国际传播实践有

利于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朝着多元性、亲善性、接

近性的方向发展。[81]

世界来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键转型

时期，中国凭借自身现代性发展的实践路径和理论

归纳，提炼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新理

念，并向世界发出了“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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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畅想。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

总部全面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随后联合国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首次写入了联合国决议中。“人类命运共同

体”概念作为中国新世界主义价值理念，[82]指明了新

时代中国国际传播问题意识朝着积极引领新型全球

化方向纵深发展。

四、中国问题意识及其底层逻辑

上世纪 90年代末，随着“对外传播”和“国际传

播”等概念的引入以及相关研究的发展，国际传播研

究开始在大陆兴起并快速得到发展。但是直到目

前，中国国际传播围绕着“传播的本土化与国际化”

之间的张力，还处在中国文化主体性抵抗与传播国

际化的现代性发展本土实践探索的逻辑基点阶段。[83]

当下中国国际传播的总体问题意识和以美国为主的

西方国际传播的问题意识不同，西方国际传播基于

资本全球扩张的需求所展开，产生了跨文化传播、发

展传播、公共外交、软实力、战略传播等多个理论分

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传播问题意识基于维护

自身国家利益之准绳，在当下中国社会崛起之时呈

现出“全球范围内国际关系和国家生存方式的对垒

和竞争的框架”。[84]从“尼克松访华”到“拜登政府对

华政策”的调整轨迹来看，美国国际传播在技术、文

化与发展传播的三条基本逻辑之余还同步坚持两手

并重原则，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崛起令美国感到不

安，为维持和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美国极力

“打压”中国营造对华不利的国际言论，并将中国探

索出的非西方现代性路径视作异端；另一方面，美国

又希望通过国际传播将自身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

输入中国，“吸引”中国进入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现

代性发展逻辑。当前，世界范围内探索人与世界的

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的基本准则、价值都是西方

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不断拓展以强化其

统治地位，企图在世界范围内固化以欧洲盎格鲁·撒

克逊文明为原型的统治价值，正如马克思(Karl Marx)
所言：“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

界。”[85]但现在应该在这句话后面加一句：“并要求全

世界都按照它的面貌进入到它所创造的世界中去。”

对此，中国国际传播的发展历程伴随着“破”与“立”

两条基本路径，一方面，长期处在负面国际舆论环境

之中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更不利于中国的

国际交往与国内自身的发展，因此中国国际传播将

长期处于破除西方不利言论的国际舆论战状态中，

中国国际传播强调国际话语权正是处于这一舆论斗

争的逻辑体系下；另一方面，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社

会制度，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使得中国现代性发展在底层逻辑上就不同于美

国，因此中国国际传播必须建立主体性，不仅要有国

际话语权，同时也要有关键词和价值观念。

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际传播领域中

国一直走在积极与世界产生联系的底层逻辑之上，

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舆

论工作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从国际大局出

发向斯诺敞开心扉“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促使

中国共产党从延安走向世界；邓小平在判定“和平与

发展”的时代基调后，指出对外宣传即创造一个良好

的国际环境，因此外宣工作应该联系国际、国内两个

大局；江泽民的“双了解”观点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展开，坚持改革开放建

立在中国了解世界，同时世界了解中国的基础上，而

对外宣传则是中国与世界彼此相互了解的桥梁；胡

锦涛则部署并逐步建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大

外宣格局”，对外传播是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有力武

器；为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习近平则提出国

际传播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美国国

际传播问题意识的演变过程表明美国国际传播的实

践与概念之间的勾连呈现出一个历史回旋的趋势，

而中国国际传播实践与概念的发展脉络却呈现出一

脉相承且持续前进的态势，中国国际传播至始至终

旨在建立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

中国国际传播的发展轨迹其实质是中国社会现

代性发展的缩影，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国际传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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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与理论基本围绕着以下三个基本问题意识：让世

界听到中国的声音是国际传播的立身之本；融通中

外是构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叙事体系的关键所

在；抵抗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价值体系是国际传播

的努力方向。这三个基本问题意识均表明中国国

际传播还未呈现出攻击性，且这三个基本问题意识

基本被融进了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破”“立”之对抗

与沟通的两条逻辑之中。2021年 5月 31日，习近平

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在表层话语体系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

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在中层逻辑体系为我国

改革开放发展稳定营造有力外部舆论环境，在底层

价值逻辑体系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

献。[86]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明确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目标，这与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底层价值逻辑在于构建人

类共同繁荣为根本目的是相适应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这一中国国际传播研究范式意味着中国

国际传播实践虽呈现出与美国国际传播实践的某

种相似性，但基于概念的问题意识和价值逻辑却完

全不同，中国国际传播是在适应自身发展逻辑的前

提下，以世界和平共处、走向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

为基调。综上，中国国际传播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为基础理念和长远理想，在明晰中国主体性基

础上，寻求稳定性的中国话语、中国叙事，进而综合

运用媒体传播、教育文化交流、人员交流等手段，让

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认同中国，塑造传播维护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全球开展人类信息交

流和交往的实践活动。

五、余论

主体性的增强使得中国有能力表达自己的“个

性”，不再亦步亦趋，而是在实践中生成了自己的理

念。中国国际传播之根本在于让世界看到中国、了

解中国、理解中国、认同中国并信任中国。中国凭

借自身的发展实践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然而这条道路与世

界的联系是分不开的，中国国际传播强调把握国际

大局与国内大局的关系意在指明中国的发展道路

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其实践的问题面向是要从西方

中心主义国际传播逻辑中跳出来，从一个更加宏观

的全球文明视阈上展开。正如CGTN的口号“看见不

同”(See Different)那样，从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来说，

需要尊重西方知识界发明这一概念所产生的历史实

践现实，但是在具体的概念实践和知识性建构中，务

必保持中国国际传播问题意识的自觉，并遵从社会

主义理想的现实。

民族发展道路的不同带来了民族性格、民族文

化的不同，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美国

社会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美国优先，因此无论是“公

共外交”“软实力”以及“战略传播”等国际传播相关

概念的提出，均以其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由此可见，

传统意义上基于“民族国家”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概

念具有鲜明的政治内涵。然而中国则不然，“共同富

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

特征。[87]当然在应对国际舆论的恶意攻击时中国国

际传播实践需要具备防御所必要的攻击性，也就是

要面对西方基于自身文明价值观和知识体系对于中

国国家实践行为的诸多误判而展开的斗争，总的目

的仍然是要沟通和协调立场，共同发展。基于不同

的问题意识产生不同的研究范式，那么所指向的是

不同的国际传播理念与国际传播概念的发展。中国

国际传播国际主义特性在媒介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

展露无遗，数字全球化时代下国际传播的重心下沉

加速促进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流动，中国国际传播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

流互鉴”等理念，归根结底在于打造真正意义上信息

自由平等的流动，打破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地缘政

治式、地缘经济式的国际传播格局，以交流和交往解

决人类面临的共通问题，国际传播越发成为全球范

围内人们日常交往生活中的自然而然发生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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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介入依托于身体感知对信息的处理，是区分信

息与新闻、比特与符号，场景与意义、价值的关键所

在，也是传播学科的立足根本。 [88]新型全球化下的

国际交往是国际传播重心下沉和再中心化的过程，

基于人的交往互动作为当下中国国际传播最核心的

节点，需要回到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的

理路上来重新考虑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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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 Origin, Concept Generation and Localize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Zhang Yuqiang Pan Jingling

Abstract：The concept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two
world wars, and has undergone several chang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However, the global-traveling of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in essenc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development models and values.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underlying modernization value of of "common prosperity",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as produced a
problem-awareness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in its con⁃
crete conceptual practice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eeds to maintain a self-
consciousness of local-issues and follow the reality of socialist ideals.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as taken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its foundation and long-term ideals. It seeks stable
Chinese discourse and Chinese narrative on the basis of China's subjectivity, and-uses a variety of means, including
media communicatio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personnel exchanges to let the world know China, under⁃
stand comprehend China and agree with China, shape and to maintain a reliable, admirable and respectable image of
China, and to carry out-human activities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around the globe.

Key words：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raveling theory; new globalization; problem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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